















曹树基著《中国移民史》第 6 卷第 8 章“台湾的移民
垦殖”中存在的问题做出评论。
一 　清代移民台湾政策的制定
康熙二十二年 (1683 年) , 清政府削平台湾的明
郑政权。次年 , 又采纳了施琅的建议 , 将台湾收归版
图 , 台湾的开发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。为了防止台湾
再度成为“盗薮”, 有关方面对大陆人民渡台颁布了
三条规定 : 11 欲渡航赴台湾者 , 先给原籍地方之照
单 , 经分巡台厦兵备道之稽查 , 依台湾海防同知之审
验 , 许之 ; 潜渡者处以严罚。21 渡航台湾者 , 不准携
伴家眷 ; 既渡航者不得招致之。31 粤地 (广东) 屡为












(1701 年) 前后大陆人民大量偷渡出现后才制定的 ③。
那么 , 渡台者必须领照及禁止携眷等有关移民台
湾的政策究竟是如何制定的 , 在什么时候颁布的呢 ?
考诸有关史料 , 笔者认为这一政策的颁定时间应在康
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 (1685 —1690 年) 之间 , 而且
这一政策的形成的确与施琅有关。
1683 年康熙统一台湾之后 , 于次年下令展复沿海
边界 , 开放海禁。一时“沿海内外多造船只 , 飘洋贸
易采捕 , 纷纷往来 , 难以计算”, 不仅贸易船只“丛
杂无统”, 而且“数省内地 , 积年贫穷游手奸宄罔作
者 , 实繁有徒 , 莫从施巧 , 乘此开海 , 公行出入汛
口”。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规章 , “水师汛防 , 无从稽
察”, “若严于盘查 , 则以抗旨难阻之罪相加”④, 这
种情形使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深感忧虑。为此 , 他于康
熙二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向清廷上疏 , 提出应当“安不
忘危 , 利当思害”, 虽然台湾因“乾断航剿 , 甫尔荡
定 , 而四省开海 , 船只出入无禁。思患预防 , 不可一
日废弛”, 倘若“苟视为已安已治 , 无事防范 , 窃恐
前此海疆之患 , 复见不远”。施琅在奏疏中除了认为
应核定大洋船只的数目 , 以防内地人民流往外国之
外 , 还建议“其欲赴南北各省贸易并采捕渔船 , 亦行





④ 施琅 :《海疆底定疏》, 见《靖海纪事》, 王铎全校
注 , 福建人民出版社 , 1983 年 , 132 —135 页。
陈孔立主编《台湾研究十年》, 厦门大学出版社 ,
1990 年 , 252 —255 页。
〔日〕伊能嘉矩 : 《台湾文化志》 (中译本) 中卷 ,
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译 , 1985 年 , 409 页。
参见庄金德《清初严禁沿海人民偷渡来台始末》,
《台湾文献》15 卷 3、4 期 ; 庄吉发《清世宗禁止偷
渡台湾的原因》, 《食货》月刊 13 卷 7、8 期 ; 林仁
川、王蒲华《清代福建人口向台湾的流动》,《历史
研究》1983 年 2 期 ; 邓孔昭《清政府禁止沿海人民
偷渡台湾和禁止赴台者携眷的政策及其对台湾人口
的影响》, 陈孔立主编《台湾研究十年》, 厦门大学
出版社 , 1990 年 , 250 —268 页 ; 黄秀政《清代政府
治台政策再检讨———以渡台禁令为例》,《台湾史研
究》, 台湾学生书局 , 1995 年 , 145 —174 页 , 等。
海外滋奸”①。
疏上之后 , 引起清廷的重视。四月二十二日 , 虽
然九卿、詹事、科道会复施琅题请定船只数目及防察







略》“形势”条中明确记道 : “北线尾、鹿耳门 , 为台
湾之门户 ; 大线头、海翁窟 , 为台城之外障。舡之往
来由鹿耳 , 今设官盘验。”③所谓盘验 , 其主要对象
无疑是进出台湾的人员 , 而盘验的依据 , 当然是以其
所携照单为凭。《台湾纪略》成于康熙二十九年 , 可
见在此之前就已有人员入台须携照单并接受官弁查验
的规定。其二 , 康熙四十一年 (1702 年) 起出任台湾
县令的陈　在《条陈台湾县事宜》第十二条“宜逐游
手之徒 , 以靖地方”中曾提出由“宪牌申饬厦门、金
门、铜山把口各官 , 于商船载客渡海 , 不得因有货
物 , 便轻填上报单 , 须把口官逐名验有本地方官照票
或关部照牌 , 方许渡载”④。由此可知 , 渡航台湾者
须先领原籍地方照单的规定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。否
则的话 , 又何来本地方官照票可以供把口官查验呢 ?
其三 , 台湾知府周元文在康熙五十年 (1711 年) 三月
十二日《申禁无照偷渡客民详稿》中也指出 : “当初
辟之始 , 人民稀少 , 地利有余 , 又值雨水充足 , 连年
大有。故闽、广沿海各郡之民 , 无产业家室者 , 俱冒





了 , 也就是说 , 实行领照渡台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。
清初移民台湾政策第三条还规定“粤地屡为海盗










台末议》中的有关记载 , 其原文为 : “终将军施琅之
世 , 严禁粤中惠、潮之民 , 不许渡台。盖恶惠、潮之
地素为海盗渊薮 , 而积习未忘也。琅殁 , 渐弛其禁 ,
惠、潮之民乃得越渡。”⑥《理台末议》约成书于康熙
末雍正初 , 距施琅去世不到 30 年 , 时间间隔并不长 ,






论镇守南澳事宜书》中就提到 : “南澳为闽广要冲 ,
贼艘上下所必经之地。三四月东南风盛 , 粤中奸民 ,
哨聚驾驶 , 从南澳入闽 , 纵横洋面 , 截劫商船 , 由外
浯屿、料罗、乌纱而上 , 出烽火、流江而入于浙。八
九月西北风起 , 则卷帆顺溜 , 剽掠而下 , 由南澳入
粤。劫获金钱货物多者 , 各回家营运卒岁 , 谓之‘散
斗’。劫少无所利者 , 则泛舟顺流 , 避风于高州海南
等处。来岁二三月 , 土婆涌起 , 南风不能容 , 则仍驾
驶北上 , 由南澳入闽。”⑨对于身居福建水师提督要
职又在海上征战多年的施琅来说 , 对这一情况应该是











⑨ 蓝鼎元 : 《鹿洲初集》, 蒋炳钊、王钿点校 , 厦门
大学出版社 , 1995 年 , 40 页。
范咸 : 《重修台湾府志》卷 11《武备三·义民》; 余
文仪 :《续修台湾府志》卷 11《武备三·义民》。
按 :《理台末议》无刊本 , 作者失考。日本学者伊
能嘉矩认为 , 《理台末议》是雍正时巡台御史夏之
芳的遗作 (见其著《台湾文化志》上卷 , 昭和四十
年版 , 509 页) 。然范咸《台湾府志》卷 3《职官·
列传》载夏之芳所著仅《海天玉尺二编》, 并未提
及《理台末议》; 且黄叔　巡台在前 , 夏之芳巡台
在后 , 两者相距 7 年 , 黄氏所著《台海使槎录》引
用夏氏著述的可能性不大。故伊能氏所称《理台末
议》系夏之芳遗著 , 疑非是。
黄叔　 :《台海使槎录》, 台湾文献丛刊第 4 种 , 92
页。
周元文 :《重修台湾府志》卷 10《艺文志》。
《陈清端公文选》, 台湾文献丛刊第 116 种 , 11 页。
《澎湖台湾纪略》, 台湾文献丛刊第 104 种 , 53 页。
周宪文在该书“弁言”中称林谦光《台湾纪略》
“著于康熙二十四年 (一六八五年) , 是台湾的一种
‘早期文献’”, 但《台湾纪略》所载内容有迟至康
熙庚午年者 , 由此推断 , 该书成书下限至少应为康
熙二十九年。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《康熙起居注》, 中华书
局 , 1984 年 , 1322 页。





提到康熙二十五、六年 (1686、1687 年) 时就有粤省










道 : “弹丸外区 , 为逋逃渊薮。近地多漳、泉人 , 外





















“照昔年奉天四州招民之例 , 酌议名口”, “按丁授地”
就是一种由政府出面、有组织、有计划的移民 ⑧。又
如曾任职台湾县、台厦道的陈　一方面要求禁止无照
者渡台 ; 另一方面又主张台湾“旷土尚多 , 弃之可
惜。漳、泉等郡民居仅一水之隔 , 应广为招徕 , 以闲





清治台初年 , 政府虽然制定了移民台湾的政策 ,
但在执行上相对较为宽松。这是因为郑克　投降之
后 , 清廷将其宗党、文武官员、兵卒及各省难民相继
遣还内地 , 岛上汉人人口减少了近一半。清治初年 ,
台湾是“地广人稀 , 萧条满眼 , 蕞尔郡治之外 , 南北
两路 , 一望尽绿草黄沙 , 绵邈无际”λυ , 许多郑氏时
代已经垦成的田园都抛荒了。面对这一情景 , 许多台
湾地方官员都以招徕开垦为己任 , 然而 , 最初民间的
响应并不热烈。首任诸罗县令季麒光在《条陈台湾事
宜文》中就称 : “卑县设法招徕 , 时虽曾有授廛附籍
之人 , 然重洋间隔 , 闻多畏阻而不前。”λϖ 第一任台
湾总兵的杨文魁也感叹道 : “奈阻于风涛 , 招徕不
易。”λω在这种情况下 , 有关渡台人员必须领照的规
定是不会被严格执行的 , 即使有无照偷渡行为 , 地方
官也可能只是睁一只眼 , 闭一只眼。庄金德先生认为
“此一阶段 , 人民往来大陆台湾间 , 虽有各种命令条

















λξ 庄金德前揭文 , 载《台湾文献》15 卷 3、4 期。




蒋毓英 : 《台湾府志》, 厦门大学出版社 , 1985 年 ,
73 页。
《陈清端公文选》, 台湾文献丛刊第 116 种 , 13 页。
季麒光 : 《条陈台湾事宜文》, 见陈文达修《台湾
县志·艺文志》。
邓孔昭前揭文。
邓孔昭前揭文 ; 施伟青 :《施琅年谱考略》, 岳麓书
社 , 1998 年 , 15 页。
郁永河 : 《稗海纪游》, 台湾文献丛刊第 44 种 , 32
页。
高拱乾 :《台湾府志》卷 7《风土志·岁时》。
《澎湖台湾纪略》, 台湾文献丛刊第 104 种 , 61 页。
伊能嘉矩前揭书 , 下卷 , 289 页 ; 连文希 : 《客家
之南迁东移及其人口之流布》, 载《台湾文献》23
卷 4 期 ; 陈运栋 : 《客家人》第 2 章第 3 节“客家
东移台湾的路线及其分布”, 联亚出版社 , 1983 年 ,




杨熙 : 《清代台湾 : 政策与社会变迁》, 天工书局
1983 年 , 71 页 ; 邓孔昭前揭文。





影其中 , 以至“盗牛　箧 , 穿窬行凶而拒捕者 , 日见
告矣”①; 此外 , 来台移民为了取得土地大量进入
“番社” (即原住民的地区) , 有的甚至“巧借色目以
垦番之地 , 庐番之居 , 妻番之妇 , 收番之子”②, 导
致民“番”关系的紧张 , 甚至冲突。诸如此类的事情
引起了台湾地方官员的高度关注 , 要求把口官严格查







康熙五十七年 (1718 年) , 清廷又复准闽浙总督觉罗
满保的奏疏 , 重申“凡往来台湾之人 , 必令地方官给
照 , 方许渡载 ; 单身游民无照者 , 不许偷渡。如有犯
者 , 官兵民人分别严加治罪 , 船只入官。如有哨船私
载者 , 将该管官一体参奏处分”⑤。雍、乾年间 , 有
关部门仍不断重申严禁偷渡的规定 , 并加强了对渡台
商船的管理 , 连舵水人等的年貌、乡贯、箕斗等都要




中谈及移民渡台规定时却称 : “由于初期禁令尤严 ,
招徕不易 ⋯⋯至康熙中期 , 虽然时有励行督察 , 但禁
令已大为松弛 , 潜渡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。”⑥曹先
生的说法不仅与历史事实不符 , 而且完全相反。另






严 , 三令五申严禁偷渡 ; 但由于台地气候适宜 , 雨水
充足 , 特别是有大片荒地可供开垦 , 内地人民“无田
可耕 , 无工可佣 , 无食求觅。一到台地 , 上之可以致
富 , 下之可以温饱。一切农、工、商、贾以及百艺之
末 , 计工授值 , 比内地率皆倍蓰”。这对地狭人稠 ,
饱受人口压力的闽、粤沿海人民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
力。加之“沿海内地 , 在在可以登舟 ; 台地沙澳 , 处
处可以登岸”, 故“民之渡台如水之趋下 , 群流奔
注”⑦, 守口官役防不胜防。清政府严禁偷渡的政策
不但没有遏制住大陆移民来台的热情 , 相反 , 还出现
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高潮。流移开垦之众北至淡水、
鸡笼 , 南尽沙马矶头 , 遍布台湾西部各地。可见 , 清
政府禁止偷渡的绩效是极为有限的。
移民大量来台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闽、粤地区
人口的压力 , 但由于人口移入过快 , 加上清政府禁止
移民携眷渡台 , 导致台湾移民中男多女少 , 人口性比
例严重失调。朱一贵起义时随军入台平乱的蓝鼎元曾
记道 : “统计台湾一府 , 惟中路台邑所属 , 有夫妻子
母之人民。自北路诸罗、彰化以上 , 淡水、鸡笼山后
千有余里 , 通共妇女不及数百人 ; 南路凤山、新园、
峤以下四五百里 , 妇女亦不及数百人。”⑧距诸罗
县治 50 里的大埔庄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, 全部 257 名
潮籍移民中 , 仅有一名女眷 ⑨。禁止携眷使移民夫
妻、父母、子女无法团聚 , 不仅有乖伦理人情 , 而且
许多无室家宗族之系累的单身青壮年男子聚集在一
起 , 极易铤而走险 , 成为台湾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。





十六年先后三次开禁 λυ , 准许在台有田产生业、安分
循良之人 , 由地方官查实给照 , 回原籍搬眷来台。
曹树基先生在《中国移民史》第 6 卷第 8 章中对
清廷开禁允准台民搬眷之事也有提及 , 如该书第 327

















蓝鼎元 :《鹿洲全集》, 588 页。
蓝鼎元 :《鹿洲全集》, 厦门大学出版社 , 1995 年 ,
805 页。
署台湾知府沈起元《条陈台湾事宜状》, 载《台湾
理蕃古文书》,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, 1983 年 ,
75 —76 页。
葛剑雄主编《中国移民史》第 6 卷 , 福建人民出版
社 , 1997 年 , 325 页。
《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》卷 277。
周元文 :《重修台湾府志》卷 10《艺文志》。
《陈清端公文选》, 台湾文献丛刊第 116 种 , 11 页。
《诸罗县志》卷 7《兵防志》。
《诸罗县志》卷 7《兵防志》。
来台移民之苦 , 上疏请开台民携眷之禁 ⋯⋯至此 ,
闽、粤良民渡台之禁不复存在 , 迁移入台更多 ;”第
328页也称 : “乾隆二十九年禁令开放之后 , 一般的良
民百姓移渡台湾不再存在法律方面的障碍。但仍有禁
止所谓‘奸民’渡台之禁令 ;”第 330 页还有“由于不
准携眷入台的禁令于乾隆二十九年废止 , 所以乾隆年
间的移民高潮出现在乾隆中期以后”, 云云。这些叙
述篇幅虽然不多 , 但却存在着几处明显的错误 :
其一 , 据有关史料记载 , 福建巡抚吴士功上《题
准台民搬眷过台疏》是在乾隆二十五年 ①。《中国移
民史》称“乾隆二十九年 , 福建巡抚吴士功为解除来







循良之人”或“在台年久 , 置有恒业者”, 方许回籍
搬眷 ②。吴士功奏疏的名称就是《题准台民搬眷过台
疏》, 也仅仅奏请准许“在台有业良民 , 果有祖父母、
父母、妻妾、子女、子妇、孙男女及同胞兄弟在内地
者 , 许先赴台地该管厅县报明 , 将本籍住处暨眷口姓
氏、年岁开造清册 , 移明内地原籍查对相符 , 俟复到
之日 , 总报明该管道、府给予路照 , 各回原籍搬接过
台”③, 并非准许初次渡台者携眷一同赴台。所以 ,






二十五日止。在这一年中 , “各厅县给照搬眷到厦 ,
配船过台民人共四十八户 , 计男妇大小共二百七十七
名口”④, 为数不多。限满之后 , 即行停止。直到乾
隆五十三年 (1714 年) 平定林爽文起义之后 , 钦差协
办大学士、陕甘总督办理将军事务福康安才再一次提
起饱受争议的携眷渡台问题。福康安认为移民携眷来
台共享天伦之乐 ,“亦属人情之常 , 若一概严行禁绝 ,
转易启私渡情弊”。因而 , 他建议对携眷渡台一事 ,
“毋庸禁止。嗣后安分良民 , 情愿携眷来台湾者 , 由
该地方官查实给照 , 准其渡海 ; 一面移咨台湾地方
官 , 将眷口编入民籍”⑤。同时 , 他还建议 : “其只身
民人 , 亦由地方官一体查明给照 , 移咨入籍”⑥。上
述建议包括在福康安与福建巡抚徐嗣曾联衔上疏的
《清查台湾积弊酌筹善后事宜》的 16 条建议之中 , 后

















范 , 那么 , 渡台之人无疑就必须领照。乾隆五十三年
福康安奏请设立官渡 , 允许内地只身民人或携眷移居
台湾 , 但仍须“查有内地官给执照者”, 才予收留 ,
编入民籍 ; “若无官给执照 , 即系私渡 , 其中奸良莫
辨 , 立即根究”⑧; 并还规定“自此准令给照携眷渡
海之后 , 如有仍前失察台湾民人眷属无照偷渡者 , 地
方及口岸各员 ⋯⋯应无论名数多寡 , 均议以降二级调













⑨ 《大学士公阿桂等奏折》 (移会抄件) , 《明清史料》
戊编第 4 本 , 305 —312 页。
《大学士公阿桂等奏折》 (移会抄件) , 《明清史料》
戊编第 4 本 , 305 —312 页。
《清高宗实录选辑》, 台湾文献丛刊第 186 种 ,
131 —132 页。
《大学士公阿桂等奏折》 (移会抄件) , 《明清史料》
戊编第 4 本 , 305 —312 页。
《大学士公阿桂等奏折》 (移会抄件) , 《明清史料》
戊编第 4 本 , 305 —312 页。
刑部《为内阁抄出浙闽总督杨廷璋奏》移会 , 《台
案汇录丙集》, 台湾文献丛刊第 176 种 , 241 页。
余文仪 :《续修台湾府志·艺文 (一) 奏疏》。
吏部《为内阁抄出福建巡抚吴士功奏》移会 , 《台
案汇录丙集》, 台湾文献丛刊第 176 种 , 236 —240
页 ;《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》卷 265。
吏部《为内阁抄出福建巡抚吴士功奏》移会 , 《台
案汇录丙集》, 台湾文献丛刊第 176 种 , 236 —240
页。
民”须“领照赴台湾”; 如“人照不符 , 照私渡例议
罪”①。直至道光年间 , 清政府仍还多次强调 : “其内
地渡台人等 , 俱照例由地方官给发照票 , 查验放行 ,
严防偷渡。”②
清政府移民台湾政策的实质性改变是在同治末年
日兵侵台事件发生之后。光绪元年 (1875 年) , 清廷
采纳了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
桢的建议 , 下谕 : “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例
禁 , 着悉与开除。其贩卖铁、竹两项 , 并着一律弛













(一) 该书第 319 页称 : “明万历三十二年 (1604
年) 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时 , 首先入据澎湖。荷兰人




七月入据澎湖 , 并派人贿赂福建税监高　 , 以求互
市 , 后被石湖把总沈有容谕退 ④。第二次由雷约兹率
船于天启二年 (1622 年) 六月入据澎湖 , 并在福建沿
海掳掠渔民千余人送往澎湖强迫筑城。闽籍南京湖广
道御史游凤翔于天启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奏折中称 :
“闽自红夷入犯 , 就彭湖筑城 , 胁我互市。及中左所
登岸 , 被我擒斩数十人 , 乃以讲和愚我 , 以回帆拆城
缓我 , 今将一年矣。非惟船不回 , 城不拆 , 且来者日
多。擒我洋船六百余人 , 日给米 , 督令搬石 , 砌筑礼
拜寺于城中。进足以攻 , 退足以守 , 俨然一敌国
矣。”⑤天启四年 , 福建巡抚南居益发兵攻打 , 荷兰
人势穷 , 不得不拆掉城堡 , 从澎湖退出 , 但随后乘机
占据了台湾。《中国移民史》把天启二年荷兰人第二
次入据澎湖的事记成万历三十二年 , 同时又把荷兰人




该书第 323 页称 : 荷据时台湾“至少有人口 5 万
以上。郑成功收复台湾时 , 率 215 万将士第一批迁台 ,
以后又有郑经等人陆续率部迁台。郑成功还一再要求
将士将家眷迁往台湾 , 如此 , 郑部及家属人口合计当
在 5 万左右。清廷迁界 , 郑氏乘机广为招徕 , 不愿内
徙的闽、粤残民数十万人 , 渡海迁台。再加上历年偷
渡的闽、粤移民 , 台湾汉族的总人口可能达到 15 万人
左右”。
这里“不愿内徙的闽、粤残民”就已经有“数十
万人”之多 , 再加上荷据时的 5 万、郑氏时期的 5 万 ,
以及“历年偷渡的闽、粤移民”怎么会不多反少 , 只
剩下 15 万人呢 ? 显然估算有误。
该书同页讲到郑氏时代开垦的田园面积时称 :
“据乾隆《续修台湾府志》的记载 , 明郑时代屯垦和
招徕移民开垦的土地面积共达18 443甲 , ⋯⋯其中田
为7 534甲 , 园为10 919甲。荷兰时期已开垦的耕地田
园约 1 万甲。经过郑氏政权时期的移民开垦 , 台湾的
田园土地增加了两倍。”
据余文仪乾隆《续修台湾府志》卷 4《赋役一·土
田》载 , 台湾旧额田园中 , 田7 534甲 ⑥、园10 919甲。
两者相加为18 453甲 , 并非上文所说的18 443甲。而
且 , 这18 453甲的旧额田园也并非郑氏政权时期实际
开垦的田园总数。据蒋毓英所修清代第一部《台湾府
志》记载 , 郑氏时期 , 伪额官佃上、中、下则田园共
计9 782甲 , 伪额文武官上、中、下则田园共计20 271
甲 , 两者合计共有田园30 053甲 ⑦。此乃郑氏时期开
垦的实际田园面积。施琅平台之后 , “伪藩、伪文武
官员、丁卒与各省难民相率还籍 , 近有其半”, 造成










⑧ 施琅 :《壤地初辟疏》,《靖海纪事》, 福建人民出版
社 , 1983 年 , 129 页。
蒋毓英 : 《台湾府志》卷 7《田土》, 陈碧笙校注 ,
厦门大学出版社 , 1985 年 , 73 页。
为了行文方便 , 甲以下的尾数略去 , 下同。
《南京湖广道御史游凤翔奏》, 见《明季荷兰人侵据
彭湖残档》, 台湾文献丛刊第 154 种 , 3 页。
沈有容 : 《仗剑录》, 载《台湾研究集刊》1986 年 4
期。
《清德宗实录选辑》, 台湾文献丛刊第 193 种 , 2 页。
《清宣宗实录选辑》, 台湾文献丛刊第 188 种 , 162、
208 页。





形中把郑氏时期开垦的实际田园数量减少了近 4 成 ,
而据此做出的相关推论当然也就毫无意义了。
(三) 该书第 334 页在分析嘉义地区的开发时称 :
“在康熙三十四五年间重修的《台湾府志》中 , 嘉义
境内虽然没有坊、里和街 , 但已有了九个庄。”作者
还将各庄庄名和大体位置列了一个表 , 即表 8 —3 , 并
称“从表 8 —3 甲数的分布中可知 , 诸罗县近半数的人




而 , 一经查阅 , 却发现作者所说与高修《台湾府志》
记载的相关内容有很大出入。
首先 , 康熙三十四、五年时 , 诸罗县虽然没有
坊 , 但里和街还是有的。高修《台湾府志》卷二《规
制志》坊里条下清清楚楚地载明诸罗县有 4 个里 , 分
别为新化里 (离府治四十里) 、善化里 (离府治六十
里) 、安定里 (离府治七十里) 、开化里 (离府治一百




雾庄和半线庄 , 合计共有 14 个庄 , 而非如《中国移民
史》文中所言只有 9 个庄。上述被遗漏掉的里和庄实
际上正是当时诸罗县人口最稠密的地方 , 如新化里
东、西保共有 39 甲 ; 善化里东、西保共有 37 甲 ; 开
化里有 3 个保 , 共 56 甲 ; 安定里东、西保也有 47 甲 ;
还有新旧咯庄的 13 甲 ; 大奎壁庄的 11 甲 ; 下茄　庄
的 11 甲 ; 他里雾庄 1 甲 ; 半线庄 2 甲。合计共有 217
甲 , 占该县总甲数的 90 %以上。也就是说 , 《中国移
民史》把诸罗县 90 %的甲数都遗漏了 , 却把剩下的
10 %的甲数当做全部进行分析讨论 , 实不应该。显




罗县志》卷 1《封域志·建置》载 , 康熙“二十三年设
县治于诸罗山 (地为郑氏故营址) , 因以命名”, 也就
是说诸罗县的名称系由诸罗山而来的。不过 , 置县
后 , 以民少番多 , 距郡辽远 , 县署、北路参将营皆在
县治以南 80 里的佳里兴办公。一直到康熙四十三年
(1704 年) 才奉文 , 文武职官俱移归诸罗山 , 县治始
定 ②; 卷 7《兵防志》也说 : “当设县之始 , 县治草
莱 , 文武各官侨居佳里兴。”③康熙三十五年 (1696
年) 高修《台湾府志》在规制志“诸罗县署”条下也
明白记道 : “县治 ———在开化里之佳里兴 (以城郭未





只有诸罗县 , 没有嘉义县。虽然林爽文起义时 , 乾隆
皇帝为了嘉奖诸罗人民“帮同官兵 , 奋力守御”的义
举 , 下旨将“诸罗县”改为“嘉义县”, 但那毕竟是




(四) 该书第 348 页在谈到汉族与土著民族的关系
时称 : “雍正五年 , 制定民番界域 , 当时大小熟番已
有 93 社 , 番社大者给水陆地 500 甲 , 中者给 400 甲 ,
小者给 300 甲 , 用于耕猎 , 严禁汉民侵入。”
康熙后期开始 , 由于汉人渡台数量的不断增加 ,
侵削原住民土地之事常常发生 , 于是就有保护番地之
议的提出。雍正五年 (1727 年) , 巡台御史索琳、尹
秦在《访陈台湾田粮利弊折》中提出 , 在招垦番地
时 , “宜令大社留给水、旱地五百甲 , 中社留给水、
旱地四百甲 , 小社留给水、旱地三百甲 , 号为社田 ,
以为社番耕种、牧猎之所 , 各立界碑 , 将田场甲数、
四至刊载《全书》, 使日后势豪不得侵占”⑤。雍正七
年 , 署台湾知府沈起元在《治台私议》中也提出 :
“凡开垦荒埔必酌留番民生息之地。能耕者 , 即划地
而教之耕 ; 不能耕者 , 按甲而贴其饷。”⑥然而 , 这
些预留番地社田的办法仅是官员个人的建议 , 并未正
式为政府采纳施行。一直到嘉庆十五年 (1810 年) 清
政府新设噶玛兰厅时 , 福建总督汪志伊考虑到原住民











⑦ 陈淑均 :《噶玛兰厅志》卷 7《杂识 (上)》。
《台湾理蕃古文书》,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, 1983
年 , 69 页。





蒋毓英 : 《台湾府志》卷 7《田土》, 陈碧笙校注 ,
73 页。
五年就制定保留番地的办法是缺乏史实根据的。
(五) 该书第 329 页称 : “光绪二十年 (1894 年)
日人伊能嘉矩在编《台湾通志稿》时 , 汇集各县、厅






(1894 年) , 《马关条约》尚未签订 , 台湾还没有被割






渡台的有关政策。其中 , 粤地人民渡台之禁 , 在施琅








管理之中 , 以防“内地游手无籍之辈 , 潜聚日久而滋
事 , 贻累海疆”。因此 , 如若除去禁止携眷渡台这一
不近情理的规定不论 , 单就“渡台者必须领照 , 禁止
无照偷渡”这一规定而言 , 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,
也没有太多值得非议之处。当然 , 清政府移民台湾的
政策在执行上是很不成功的 , 所谓“禁者自禁 , 渡者
自渡”。成千上万的大陆移民不顾清朝政府的禁令 ,
通过各种途径冒险渡台。他们披荆斩棘 , 胼手胝足 ,
用自己的辛勤劳动 , 把一个曾是野兽出没、瘴气弥
漫、人烟稀少的台湾变成了“糖谷之利甲天下”的、
美丽富饶的宝岛。在 1895 年被强行割让给日本之前 ,
台湾已是我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。所以 , 从长远的观
点来看 , 清朝政府移民台湾的政策未能彻底实行 , 未
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〔作者李祖基 , 1952 年生 , 副研究员。厦门大
学台湾研究中心 　361005〕
(责任编辑 : 仲伟民)
①　〔日〕伊能嘉矩 :《台湾文化志》 (中译本) 上卷 , 台
湾省文献委员会编译 , 1985 年 , 16 页。
我的一点说明
在《中国移民史》第 6 卷《清、民国时期》第 8 章《台湾的移民垦殖》的开篇语中 (316
页) , 我交待了本章写作内容的由来 :
台湾的学者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 , 作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和搜集工作 , 进行了大量有
关移民、垦殖及台湾社会史方面的研究 , 所取得的成果为中国其他区域研究难于望其项背。
因此 , 本章主要根据台湾学者的已有成果 , 按照本书的体例和要求 , 对清代台湾移民史的
诸问题作一简单的介绍。由于上海地区台湾版图书收藏有限 , 阅读更难 , 所叙当有缺漏和
错误之处 , 亦在所难免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阅读台湾学者的有关著作。
本章除第 6 节外 , 大部分内容为笔者综述他人成果而成 , 并非我之原创。特此说明。
曹树基
·361·
论清代移民台湾之政策
